
在农业生产、玉器加工、陶瓷制作、金属冶炼、养蚕缫丝等方面，古代中国也作出了卓越

贡献。考古发现证明，距今１万年前，中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和黍。与此同时，长江下

游地区开始栽培稻。① 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了距今９０００年的玉环等装饰品。② 内蒙

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了距今８０００年、制作更为精致的玉耳环和吊坠。③ 在华北、江南和华

南地区，都发现了距今１６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年的陶器，表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陶器的地区之一。④

约４０００年前，中华先民已能够烧制原始瓷器；到了３—４世纪，我们已经能够制作真正的瓷

器。⑤ 考古学家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了多件距今７０００年的漆器。中华先民掌握养蚕和缫丝技术

不晚于７０００年前。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距今４２００年左右的铜容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容器的

制作技术达到了高峰。冶铁术出现于西周时期，此后与青铜铸造技术相结合，发展为铸铁技术，

至春秋战国时期，以越王勾践剑为代表，青铜器制作工艺技术达到了高峰。汉代以后出现的炒

钢、灌钢等工艺技术，在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发展成就，是新中国７０年建设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７０年来，中国考古

学学科建设全面进步，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在７０年考古事业中，中国考古人为复原中华民族

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过程，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考古资料，让民众了解 “我们是

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解我们的民族、国家、文明是如何从历史走到今天，为当下

和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责任编辑：窦兆锐）

批判与建构：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于　沛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的夙愿。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国历史学

发展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新中国历史学迈出的第一步，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和建设开

始的。中国历史学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同时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

学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推动新中国历史学持续发展。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出的

规律性内容，是 “批判与建构”的辩证统一。没有批判就没有建构，反之亦如是。彻底批判、

摒弃、清除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及其影响，是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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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军：《有关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的植物考古学研究》，《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参见李有骞：《饶河县小南山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２０１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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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参见吴小红：《中国南方早期陶器的年代以及新石器时代标志的问题》， 《考古学研究 （九）》，北京：

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参见郑建明：《夏商原始瓷略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一、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新纪元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它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奥秘，使 “历史

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① 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郭沫若任主席的中国新史学研究会

筹备会成立，研究会的宗旨，首先是 “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

史观”。② 同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 《共同纲领》中也明确

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③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

义的热潮，中国历史学界也不例外。１９５１年７月２８日，中国史学会在北京成立，郭沫若在会上

作题为 《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的报告。在他看来，“新纪元”的主要标志，是 “大多数的历

史研究者已经逐渐从旧的史观转向了新的史观；……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④ 中国是一个

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

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

以证明”，⑤ 但是，以往的中国史学只有天命史观、循环史观、进化史观，而用唯物史观这 “唯

一科学的历史观”，作为史学整体上的指导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却只有在新中

国才成为现实，这自然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 “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对历史学家像对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采取争取团结、教育、改

造的方针”，“帮助他们逐步成长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⑥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３日，毛泽东在政协一

届二次会议上，向各界人士提出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

１９５１年９月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１２位知名教授发起北大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同时还写

信给周恩来，提出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彭真等到北京大学作报告。此事得到党和国

家的支持，同年９月２９日，周恩来在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题为 《关于知识分

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他提出，知识分子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一百多年来，中国是受帝国

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这样的具体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是由民族思想、爱国

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一个好的起点。他希望大家要建立这样一

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

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

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⑦ 周恩来的报告，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鼓舞，坚定

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信心。

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首先从教育界开始，但很快扩大到文艺界、科技界和整个知识界，形成了

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史学家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思想改造运动历时两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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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秋基本结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尽管有的做法比较粗糙，有的单位采取群众斗争
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伤害了一部分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感情，但总的来说，这项工
作适应了知识分子，也符合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知识分子贡献力量的要求”。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
帮助知识分子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由民族的、爱国的立场前进到人民的立场”。① 陈垣、

吕思勉、吴晗、罗尔纲、杨向奎、童书业，以及赵俪生、杨荣国等史学家纷纷撰文，畅谈与唯
心史观划清界限，提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能力的收获，“就我们历史工作者来说……经
过这一系列的运动与学习，大家都有极大的进步，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初步地改变过来，初步
的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来讲授和撰著历史了”。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
大史学工作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初步确立，为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１９５３年８月５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 “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陈伯达为负责人，成员有郭
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杜国庠、胡绳、尹达、刘大年等著名马克
思主义历史学家。９月２１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时，作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认真研究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发表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
要著作，认真学习苏联历史科学发展的经验和重要结论等决定。１９５４年２月，毛泽东倡导创办
的 《历史研究》创刊号正式出版。郭沫若在发刊词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历史中发现
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要从历史的发展中来体会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发展中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新文化的创造，

那就 “请从我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一门科学方面努力达到实际的成果，来进行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深入的学习吧”。③ 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立和 《历史研究》创刊，为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理论建设开辟了广阔的现实道路。

为迎接新中国思想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推动全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共中央在

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出版了 《毛泽东选集》１—３卷。

１９５３年，经中央批准，将中央俄文翻译局与中宣部有关部门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马恩列
斯著作编译局，开始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中央编
译局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尚未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仅出版了几卷。１９６１年，人民
出版社在解放社编辑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 （人民出版社出版），南
开大学历史系编辑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师
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基础上，

编辑并公开出版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以使史学工作者 “能够集中地了解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科学的一些基本观点”。④ 这对于当时深入、系统学习唯物史观对新中
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文革”结束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拨乱反正，首先从史学理论研究
入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 “文革”中遭受摧残，他们痛定思痛，汲取历史的教训，就更加自觉
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推动中国史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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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大家深刻认识到，一定要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去研究史学理论，“从历史的观点
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
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①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新版本、马克思主
义历史理论专题汇编的新版本相继出版，② 为史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２０１３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出版，这本著作 “比较展开地论述了
唯物史观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在解读精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的１５篇关于历史理论的经典著作同时，解读了精选的毛泽东的１０篇关于历史理论的经典
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
意义”。③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历史认识论及方法论，

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思想等。新中国的史
学理论研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指引着中国历
史科学的现实和未来。

二、重视和开展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批判性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是 “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研究，不言而喻，批判性的研究作为原创性研究
的内容之一，是基础性研究和对策性、前瞻性研究的结合，在新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占有重
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的歪曲，

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彻底摒弃宣扬种族主义的 “欧洲中心论”，深入批判并
清除其在中国史学中根深蒂固的影响。

１８世纪中期，德国哥丁根学派的一些史学家最早提出宣扬种族优越的 “欧洲中心论”，

后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史学家兰克推波助澜，成为１９世纪殖民主义史学的核心理念，长
期在西方史学占据统治地位。为突出日耳曼民族的 “至高等级”，黑格尔将世界民族分为
“历史民族”和 “无历史民族”。他认为，世界历史虽始于东方，但中国还不是世界历史民
族，中国所以能够走进世界历史进程之间，只是 “因为它们自己的关系和我们研究的原
故”。④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文明犹如 “空气”，是静止的和没有深度的；而西方文明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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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２０１２年
第３版；《列宁选集》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２０１２年第３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第一版 （ＭＥＧＡ１）１３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资本论》３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１卷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 《毛泽东选集》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毛泽东文集》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年；黎澍主编： 《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黎澍、蒋大椿主
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黎澍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论评价历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吴玉贵主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形
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吴英等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经典著作导读》，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出版说明”。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第２１６页。



“火”，火在对立统一中超越自身，不断完满。他还认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
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① 兰克晚年曾口授 《世界通史》７卷，其内容也只是古代希腊
罗马和中世纪欧洲的历史。

“欧洲中心论”使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置于被动、消极乃至从属的地位。新中国成立
前，已有一些学者对 “欧洲中心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②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中国历史学家周
谷城３卷本 《世界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周谷城在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 “欧洲通史并非世
界通史之中心所在”，③ 他通过对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

印度文化区、中美洲文化区６大古文化区的阐述，努力凸显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的
特征，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国不仅没有被排除在外，而且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历史
上的中国与世界。

继 《世界通史》出版后，周谷城对 “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仍在继续。④ １９６１年初，他连续
发表 《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强调 “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
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而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极力宣扬 “欧洲人高于世界其他各地的民族”。现
在，“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已经到了”。⑤ 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初，周谷城拟参加复旦大学新的 《世界通史》撰写时，重申了他的 《世界通史》的体
系，对以 “西方为主体”，以 “西方外为附庸”的思想表示反对。⑥

西方史学把世界分成 “文明的欧洲和落后的非欧洲”，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世界。１９６４
年，吴于廑用 “整体史观”的思想，对这种典型的 “欧洲中心论”进行了批判。他说：“一部名
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

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民族的历史 ”。⑦

吴于廑还通过远古以来的世界历史研究、通过对兰克、巴勒克拉夫等史家思想的研究，精辟地
概括了 “欧洲中心论”的真谛：“欧洲中心论者是以欧洲为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他们用欧洲的
价值观念衡量世界。在欧洲文明发生以前，所有其他文明都只是它的准备；在它发生以后，全
世界的历史又必然受它支配和推动，是它的从属品”。西方史家从不把 “落后的非欧洲”写进史
书，如果写，“也是用以反衬欧洲的文明和进步”。⑧ 这样的历史观不仅支配着近代以来的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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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例如：１９２８年３月，雷海宗先生写有 《评汉译韦尔斯著 〈世界史纲〉》，在 《时事新报》上发表。雷海
宗对韦尔斯 《世界史纲》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是一部 “专门发挥某种史观的书”，作者韦尔斯是 “西
洋著作界一个富有普通常识而缺乏任何高深专门知识的人，所以在他的脑海中 ‘历史＇一个名词就代表
‘西洋史＇，而他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以西洋史为根据所推演出来的一个历史观”。“《史纲》……无史学的
价值，我们不可把他当史书介绍与比较易欺的国人”。（《时事新报》１９２８年３月４日，转引自雷海宗：
《伯伦史学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６１２、６１４、６１９页）

周谷城：《世界通史》第１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０年，第１页。

这方面公开发表的论文主要有 《史学上的全局观念》，《学术月刊》１９５９第１２期；《论西亚古史的重要
性》，《文汇报》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文汇报》１９６１年２月７日；《论世界
历史发展的形势》，《历史研究》１９６１年第２期；《迷惑人们的 “欧洲中心论”》，《文汇报》１９６１年９
月１０日；《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世界历史》１９７９年第１期；《我是怎样研究世界史的》，《浙江日
报》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４日；《世界是多元的整体》，《文汇报》１９８８年３月６日；等等。
《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４、１７７、１５１页。

参见周谷城：《世界通史》第１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２页。
《吴于廑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页。
《吴于廑文选》，第８页。



学家，而且也影响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 “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是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史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改革开放后，除周谷城、吴于廑外，陈翰笙、庞卓恒、何兹全、郭

圣铭、罗荣渠、王绳祖等史家都积极参加了对 “欧洲中心论”的批判。①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

“世界史”必须揭示出世界各民族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关系，揭示出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

和主要的发展方向。历史研究要破除 “欧洲中心论”，并不意味着要以什么新的 “中心论”去取

代它，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恢复世界历史的本来面目。

２０世纪末，美国学者彼得·Ｆ．德鲁克曾撰文说：２０世纪末的今天，“我们正处于新的大变

动之中。这场变动不再局限西方社会与西方历史。事实上，这场变动的一个基本方向即是：不

会再有真正的 ‘西方＇历史或 ‘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世界文明”。但是，德鲁克却强调 “后

两者都已经 ‘西化＇了”，② 而且他认为 “西化”的影响力十分广泛，已经扩及今天的政治、经

济、社会等领域。如何评价德鲁克的 “西化”论似可讨论，但毋庸讳言，“欧洲中心论”在中国

历史研究中仍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欧洲中心

论”正是中国史研究 “西化”的具体表现。旗帜鲜明地彻底摒弃 “欧洲中心论”，仍是中国史学

理论研究的一个长期的任务。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③

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得到迅速发展，首先是因为这些研究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一些

历史研究中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往往超出一般意义的 “历史学”范畴，表现出政治的意识形态

内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广大史学工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表现于历史学学科

建设的意义，同时表现出历史学家的社会担当。如１９５４年开展的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

批判；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提出的 “东方专制主义”、“治水社会”理论的批

判；２１世纪初，对历史虚无主义社会思潮的批判；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提上日程，其主要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

理论，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清除和批判学术上的唯心主义

思想。１９５５年３月１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

指示》，提出 “要善于把唯物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具体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④ 这有力地推动了史

学界对胡适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论的批判，当时涉及的具体问题是如何运

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如何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如何认识历史前进的动力，以及

如何认识历史矛盾运动的规律性等。

１９５５年１月６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的文章 《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

论》，较系统地分析了胡适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文章认为， “胡适的历史观是腐朽的资产阶级

唯心论，再加上陈旧的进化论”。“为了反对历史唯物论，胡适首先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

·５３·

新中国历史学７０年

①

②
③
④

这些文章主要是庞卓恒：《把握两个关键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４年第２期；何兹全：《我们需
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光明日报》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４日；郭圣铭：《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
《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
第３期；王绳祖：《几点意见》，《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４年第７期；吴于廑：《研究世界历史要重视横
向发展》，《光明日报》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１日。

彼得·Ｆ．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傅振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页。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１卷，第２７０页。



认为历史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是可以任意摆布的大钱，是可以任意涂抹脂粉的 ‘百依百
顺的女孩子＇，是可以让唯心论者任意修改的 ‘一幅未完的草稿＇”。从唯心史观出发，“胡适否定
客观条件对人类意识可以起任何决定作用”。“胡适又企图用陈旧的进化论观点来反对历史上有
突变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他说历史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改变，

在胡适看来：‘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关于史学方法， “胡适自鸣得意的方法是 ‘大胆假
设，小心求证＇。……科学的假设与求证，与胡适的假设与求证毫无共同之处。科学的假设是指
待证的真理，而胡适的假设是主观的成见，科学的求证是真凭实据，而胡适的求证是歪曲、涂
改乃至捏造证据”。① 当时报刊上批判胡适唯心史观的文章并不鲜见，仅以 《历史研究》为例，

在１９５５年第２期发表有周一良 《西洋 “汉学”与胡适》、田余庆 《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
恶劣影响》；１９５５年第３期有范文澜 《看看胡适的 “历史的态度”和 “科学的方法”》、蔡美彪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论胡适派反动的历史观及其流毒》、梁从诫 《胡适不是研究历
史，而是歪曲和捏造历史———在批判胡适历史观点讨论会上的发言》；１９５５年第４期有嵇文甫
《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１９５５年第５期有任继愈 《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１９５６年
第６期有齐思和 《批判胡适派对于世界史的反动唯心观点》等。对胡适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学
习、普及、宣传唯物史观，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广大史学
工作者通过学术的和社会的实践，深入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改革开放后，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大量介绍到国内，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出
现了一股强劲的 “西学热”。其表现之一，是所有在西方有影响的史学理论著作，几乎都有中文
本在内地出版。② 这就不可避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曾集中对

２０世纪西方新史学思潮、克罗齐的史学理论、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马克斯·韦伯的史学思想、

弗洛伊德的史学活动及其影响、汤因比和他的 《历史研究》、爱德华·卡尔历史思想、爱德华·

·６３·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合编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４０９—４１０页。

这一时期丛书中的主要译著如下：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鲁滨逊 《新史学》、古奇
《１９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李凯尔特 《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维科
《新科学》、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等；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中的巴勒克拉夫 《当
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等 《新史学》；华夏出版社 《二十世纪文库》中的巴尔格 《历史学的范畴和
方法》、米罗诺夫等 《历史学家与数学》、米罗诺夫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 《欧洲史学新方
向》、伊格尔斯等 《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 《历史思想导论》、亚斯贝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托波尔斯基 《历史学方法论》、摩尔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米特罗
尔等 《欧洲家庭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 《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中的茹科夫 《历史
方法论大纲》、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波普尔 《历史主义的贫困》、

勒高夫和诺拉主编 《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上海人民出版社 《社会与历史译丛》中的彼
得·伯克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丹尼斯·史密斯 《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佩里·安德森 《绝对主义国
家的谱系》、佩里·安德森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勒鲁瓦·拉迪里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

爱德华·汤普森 《共有的习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现代思想史丛书》中的波普尔 《开放社会
及其敌人》、《历史主义贫困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雅典娜思想译丛》中的罗素 《论历史》、汤因
比等 《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格鲁内尔 《历史哲学———批判的论文》。此外，中
国学者编选的外国史学理论著作文集，也有一定影响，如田汝康、金重远编选 《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
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张文杰等编译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
出版社，１９８４年），何兆武主编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年）。



Ｐ．汤普森的史学思想与方法，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等进行了评述性的研究，① 同时还对美国历史

学家魏特夫的 《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展开批判。

《东方专制主义》在１９５７年出版后，在６０年代、８０年代多次再版，在西方学术界有较广泛

的影响，中译本在１９８９年９月出版。魏特夫在书中提出 “治水社会”理论和 “东方专制主义”

概念，用 “治水社会”体系，代替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攻击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集中阐释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他认为东方国家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属于 “治水社

会”。这种社会需要大规模的协作和纪律，需要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就产生了 “专制君主”和
“东方专制主义”。他污蔑新中国不过是 “东方专制主义”的 “变种”。魏特夫公开声称他撰写这

部著作的目的，是为了填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与共产主义运动作斗争时因理论上的贫乏而造

成的 “真空”。该书即是 “为自由世界而斗争”、“献给自由世界的贡物”。② １９９５年，《史学理论

研究》杂志开辟专栏，组织中国史、世界史学者撰写论文，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

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和 “‘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

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史实上的错误、理论上的谬误，以

及政治上的反动意图等。１９９７年，李祖德等主编的 《评魏特夫的 〈东方专制主义〉》出版。编

写者摆事实、讲道理，指出了魏特夫在中国先秦及两汉史、古希腊史、印度古代史中的大量史

实错误，除揭露其反动的政治意图外，着重从理论上和学术上揭露 “东方专制主义”的荒谬，

因而有更强的说服力。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科学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一

些西方理论家宣扬马克思主义 “破产、过时”，资本主义已经取得 “永恒的胜利”，历史虚

无主义思潮在国内趁机抬头。这一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所谓 “黄土文明”和 “海洋

文明”的比较，诬称中华文明 “愚昧”、“丑陋”、“充满奴性”，否定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文明

史；散布 “告别革命”、“否定革命”论，否定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否定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鼓吹 “全盘西化”是

中国的唯一出路。

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的真理性和客观性，以 “解密历史”、 “还原历史”为名，对客观历

史事实 “解构”、“拆解”、“摧毁”和 “重新定位”，将历史碎片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抽象

化，去 “重写”所谓 “价值中立”的历史。尽管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形式和内容不一，但都有明

确的政治诉求，都是唯心史观在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社

会科学杂志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 “历史虚无主义评析学术研讨会”，与会学

者围绕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认识误区及其在现实生活的表现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就如何

治史护国、拒绝历史虚无主义进行研讨。③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历史研究》刊发了 “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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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罗凤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参见李祖德等主编：《评魏特夫的 〈东方专制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页。

会议发言的主要内容有梁柱 《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主旋律的消解》、何秉孟 《从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
的小姑娘”谈开去》、田居俭 《同错误思潮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童力 《哈耶克是历史虚无
主义者的教师爷》、杨艳秋 《普及历史研究成果　应对历史虚无主义》、龚云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
复杂国际背景》、郑师渠 《历史虚无主义既诬古人又误今人》、左玉河 《革命与现代化：正确看待近代
中国两大历史任务》、宋月红 《存史资政　育人护国》、吴英 《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

高希中 《从学理上批判与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曹守亮 《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新动向》等。可参见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６日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



评析”笔谈，“编者按”写道：“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思想现象。它与民
族虚无主义一样，在中外历史上具有长期的流传脉络和诸多表现形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民
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对孪生联体思潮，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几起几落，多
有表现。对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剖析与批判。史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进
行集中批判，始于２００５年，至今恰好十年。学者们一致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
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
是，历史虚无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并在近一二年出现一些新变种和新动向。”① 对这些 “杂
音”，中国史学界不能失语，这也是至今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仍方兴未艾的原因。

三、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主体性和实证性

史学理论研究，顾名思义，是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或对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理
论研究，即是对历史矛盾运动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研究，或是对史学发展中的一般的或特殊的
规律性内容的研究。就一般意义的 “理论研究”而言，认识主体的理论思维，更多地是通过逻
辑抽象的方法展开。但是，“史学理论研究”，则有其特殊性，即历史认识主体的 “主体性”，既
要通过 “理论思维的逻辑抽象的”研究方法体现出来，但又不能脱离实证的 “历史方法”。 “史
学理论研究”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既要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又不能
脱离历史学科实证的特征，“论从史出”而不是相反。这样，如何正确地理解主体性和实证性的
对立统一关系，成为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７０年并非一帆风顺，但在整体上始终与时代同行，不曾脱离中国社会
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时代主题。在中国史方面，主要是对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
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 “汉民族形成问
题”五个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讨论和论争。除了这五个问题 （“五朵金花”）外，当时论
争的重大史学理论问题还有 “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古代民族
关系”、“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发展的动力”和 “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② 这些研究成果
对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２０世纪末白寿彝总主编的 《中国通史》１２卷

１４００万字，第１卷 《中国通史·导论》，即为史学理论卷，重点探究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
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
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９个重大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在
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问题，编写者指出：“在每个具体社会形态中，往往
不是单一的生产关系，而大都是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其中只有在社会里占有支配地
位的生产关系，才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才决定社会的性质、社会面貌和发展方向”。“过去我
们研究某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只重视这一历史时代的基本生产关系，对于同时并存的生
产关系，对于基本的生产关系跟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都注意得不够，我们希望能不断改变这种
状况，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会有重大意义的”。③ 这些重大史学理论问题的集中阐释，以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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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刊发的４篇文章是：卜宪群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琐谈》、于沛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
历史虚无主义》、郑师渠 《当下历史虚无主义之我见》和武力 《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历史虚无主义辨正》。

这些研究的主要成果，可参见 《历史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
书社，１９８３年。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１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８４、１８８页。



问题在中国通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反映了世纪之交中国通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水平。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史研究，包括西方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理论成就及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代表作；欧美和亚非国家的史学

史研究；历史哲学和历史认识理论研究；跨学科方法和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如口述史、城市

史、妇女史、心理史、思想史、生态—环境史、经济—社会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政治

史、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此外，还有对年鉴学派、全球史、网络—信息史学、

后现代主义史学等重要史学思潮或流派的研究等。① 这些研究并非是对外国史学重大理论问题、

前沿问题的 “追踪研究”，而是立足于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基础性研究。

欲加强当代中国世界史的理论建设，须臾不能忽视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例如，吴于廑

早在１９６４年首先提出了 “整体史观”思想，经过长期艰苦的理论探究，１９９０年吴于廑为 《中国

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撰写卷首长篇导言 《世界历史》时，系统表述了 “整体史观”： “人类

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

发展方面”。“纵向发展”，指五种社会形态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但它并非是

一个机械的程序。“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非互不相

容的矛盾”。“横向发展”，“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

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② 吴于廑 “整体史观”的理论渊源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丰腴而广阔的土壤中，对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

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生产力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西

方史学出现重大转向，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描述。克拉克爵士

在１４卷本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 《总导言》中提出，历史学不能止于描述，而在于作出判

断。“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导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

力”。“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③

世纪之交，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代表作 《全球通史》修订第７版问世时说：“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

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

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新世界需要

新史学”。④ 毋庸讳言，无论对历史进行 “判断”、“评价”，还是 “提出新的疑问”、“给出新的答

案”，都离不开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性的作用，史料是不可能自发地解决这些问题的。

这种转向在国际史坛的直接影响，是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在中国，则是历史

认识理论研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国内已有多种

研究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⑤ 发表的论文更是数以百计。这些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强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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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于沛：《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５８—４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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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第７版）》（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７页。

这些著作主要是吕锡生：《历史认识的理论与方法》，南京：南京出版社，１９９０年；袁吉富：《历史认识
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于沛：《历史认识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林璧属：《历史认识的科学性》，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陈新： 《历史认识：

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李士坤：《历史认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的历史认识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认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同时主张加强历史研
究中的主体意识，这些对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显而易见，如
何提高历史认识的主体性，我们仍有许多事情要做。２０世纪末，林甘泉曾撰文写道：“总结我国

半个多世纪以来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自觉地加强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开展史学的主体性
的研究，无疑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加强和优化史学
的主体性，是开创历史研究新局面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跟着西方现代的史学

潮流走”。① 在２０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和思考新中国７０年的史学理论研究时，重温林先
生的话，仍有现实启迪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可

避免地会对历史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把
“主体性”或 “主体意识”仅仅理解成历史认识中个人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
经验和非理性的个人情感、性格气质的体现，显然是不够的，这些 “个性”只能是 “主体性”

的内容之一。新时代赋予了 “主体性”更丰富的内容，那就是除却个性之外的科学性、时代性、

民族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认为 “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得出结果的途径也

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对真理的探讨本身应当是真实的，真实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
理的各个分散环节在结果中是相互结合的”。② 历史认识主体实现其主体性的 “途径”，不是随心
所欲的 “个性”张扬，而是个性与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的统一。这里的科学性，指坚持马

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是分析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伟大的认识工具；时代性，指深刻认识当
代中国正经历着的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历史认识要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民
族性，指立足中国、关怀人类，使历史认识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历史认

识要自觉地和构建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结合在一起。

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虽然较好地践行了 “主体性和实证性”的辩证统一，但在加强历史认
识的主体性方面，今天仍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划清历史唯物主义

与机械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的界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自觉地做到 “主体性和实证性”

的辩证统一，而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
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
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③

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反映”是阐释认识本质的一个重要
概念，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世界。反映 “不是简单的、直接的、照镜子那样
死板的行为，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行为”。④ 所有这些，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认

识的主体性与历史研究实证性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从事史学
理论研究，始终不能放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在新时代定会有新的作为。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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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甘泉：《走向２１世纪的中国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郑州：河
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０４页。
《列宁全集》第５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１７页。



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① 要铭记 “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多年的文明
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１７０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９０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６０多
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② 他还说：“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③ 如何站在正确
的历史时空坐标中，理解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历史的结论、

人民的选择”，这些都有待通过史学理论研究，作出科学的系统的阐释。新中国７０年，史学理
论研究成就斐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后它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中，必将书写出更加
辉煌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刘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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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将于１０月在北京召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精
神，推动历史学繁荣发展，中国历史研究院拟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下旬在北京举办 “首
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欢迎广大学者踊跃参加。

本届论坛主题为 “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下
设 “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历史学学术体系建设”、“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三个
分议题；以 “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

的思路，深入探讨中国历史学的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
性，深刻把握历史学发展规律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本质特点及
内在要求，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汇聚智慧。

论坛采取 “以文参会”方式，有意者可根据会议主题撰写学术论文，文题自拟，篇
幅不限，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前将论文电子文档发送至ｓｘｇｃ２０１９＠１６３．ｃｏｍ。正式
会议通知拟于９月发出。

（会议联系人：陈爽，电话：０１０－８７４２１８６０，传真：０１０－８７４２１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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